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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农耕文化的精髓，地方性特征明显，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区域内农耕文明的发展

程度。基于 GIS 对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分析其空间分布和聚集区域、省域空间分布特征，旨在发现其

与旅游耦合性及其响应程度，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提供实证参考。研究表明：(1)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IAHS）

空间分布差异化特征明显，浙江省最多，其次为四川、湖南、云南、江苏、江西和山东等省份。(2)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GIAHS）呈现出南多北少的空间格局。(3)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时序空间格局分布上呈现不同特征。2015

年以前的批次主要以南方省份为主，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云南和四川等 6个省份。(4)我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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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发起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项目，旨在促进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区域发展建设。200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启动第一批 GIAHS 保护试点工

作。我国积极响应并迅速行动，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功入选全球首批 GIAHS 保护试点项目。经过十余年的宣传、推广和执

行，GIAHS 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正是源于 GIAHS 项目的执行。

2012 年，我国率先开展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ational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NIAHS）发掘和保护

工作，制定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标准》，对农业文化遗产管理机制和发展路径进行了有益探索。2013 年 5月，农业部

认定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等 19个传统农业系统为我国首批 NIAHS 项目。2015 年 8月，农业部发布第 2283 号公告，《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管理办法》正式实施。2016年，我国建立了GIAHS预备名单，从而形成了 China-NIAHS—中国 GIAHS 预备名单—GIAHS 的

完整体系。同年，“农业文化遗产普查”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我国由此开启了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热潮。2018 年，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宣传推介成为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中最为热门活动之一。2021 年，中国全球重要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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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化遗产地特色减贫模式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 

随着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发展方式正悄然发生变化，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农业文化

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对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持可恢

复生态系统和传承高价值传统知识和文化活动具有重要作用[1]。发掘和保护好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对农村环境改善、乡村旅

游发展、农业科技开发等方面都有示范性和带动性作用。深入把握农业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规律，科学规划农业文化遗产项目，

对加快推进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保护性旅游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研究文献回顾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 2006—2020年的文献数据，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等方法，力图较为系统地梳理当前农业

文化遗产研究现状、前沿和热点问题。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以“农业文化遗产”为篇名在 CNKI 共检索到1189 篇相关论文。

其中学术期刊论文 906篇，研究生学位论文 47篇。从发文时间上看，研究呈现逐步上升趋势。2006—2011 年，仅有 143 篇相关

文献。2012 年之后相关研究文献数达 1046 篇，占全部研究文献比例的 87.97%。其中 2014 年出现第一个研究高峰，文献总量 131

篇；2016 年达到峰值 147篇，此后发文量趋于平稳态势（图1）。 

 

图 1 2006—2020 年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研究文献趋势 

随着农业文化遗产关注度逐步提升，旅游发展成为农业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有效手段，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闵庆文

等全面分析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价值，初步设计了基于城市近郊、知名旅游线路或风景名胜区的三种旅游开发模式[2]。常旭

等较早提出生态旅游是有效进行农业文化遗产地开发与保护的最佳选择[3]。孙业红等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本质上是一种遗产旅

游形式，旅游开发时需要特别注意其脆弱性、敏感性和复合性等特征[4]。王德刚等研究发现，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以

产业融合为手段、以发展旅游为主导方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5]。张爱平等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实践中需充分重视对传统农业

生计的影响，积极发挥旅游在保障传统生计、提升生计输出等方面的正向作用
[6]
。王付等则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文化结构及其旅游

功能的交互影响，促进了人与农业文化遗产的协同进化[7]。王英等提出建立和完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体系对深入挖掘农业文

化遗产具有独特价值[8]。李江敏等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活化最根本立足点在于游客体验[9]。 

可以看出，当前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主要呈现为三个阶段：前期研究（2006—2011 年），发文量仅 143 篇，主要从旅游、文化、

资源科学、农业基础科学及法律机制等方面对农业文化遗产开展研究
[10,11,12,13]

。中期研究（2012—2016年），发文量 515 篇，主要



 

 3 

集中在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功能、动态保护、本土价值、可持续发展价值、旅游开发模式及经济影响等方面[14,15,16,17]。近期研究

（2017—2020 年），发文量 532 篇，主要集中在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度、生计方式、利益联结机制和学科体系建设等

方面，较为明显体现出定量化研究的趋势
[18,19,20]

。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有关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基于资源科学、旅游开发或文化价值等方面，研究的空间尺度大多局限为

个案或区县等中微观层面，缺乏从宏观层面对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格局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而涉及到可持续性发

展体制机制、动态保护范式等方面研究也稍显薄弱，并未形成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鉴于此，本文对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行

系统梳理，依据其成因和现状进行深入分析，通过空间密度分析刻画 GIAHS 和 NIAHS 的空间分布状况和集散特征，并运用空间

数据探测等方法辨识影响其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以期为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空间布局的优化和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

展提供政策建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根据《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标准》等相关文件规定，本研究中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包

括由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 GIAHS 项目和我国农业农村部认定NIAHS 项目。本文以 2013 年 5月 9日《农业部关于公布第一批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通知》、2014 年 5 月 29 日《农业部关于公布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通知》、2015 年 10

月 10 日《农业部关于公布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的通知》、2017 年 7 月 3日《农业部关于公布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名单的通知》、2019 年 12 月 31 日《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公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http: 

//www.moa.gov.cn/）公布的有关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为依据，整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站（http://www.fao.org/giahs/zh/）

的相关资料，获取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15项（其中 1项涉及 4个省级行政区），国家级118 项（含全球级），共计133项。

研究采用 ArcGIS 空间分析、EXCEL 等统计数据分析手段，主要包括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省域空间分布分析、密度分析等。信息采

集和空间分析的工作底图是 2019 年中国地图出版社的《中国地图》，数据入库及空间分析通过 Arc⁃GIS 完成。基础底图的图层

信息包含行政区划层（包含面状、线状、点状数据）。 

2.2 研究方法 

①数据统计分析。运用 EXCEL 分析软件对CNKI 数据库农业文化遗产的相关文献进行数理统计分析。通过在联合国粮农组织、

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官方网站上查询 GIAHS 项目名录和 NIAHS 项目名录等相关资料，统计并整理出我国全球级和国家级两类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名称、地域分布和认定时间顺序等。由于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涉及面广、系统性强，较难将单一农业文化遗产

划分为特定类型，此次研究中不做类型阶梯分布分析。 

②空间密度分析。GIS空间密度分析法是在概率论中估计未知的密度函数，主要检测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密度分析

方法。根据输入的样本数据计算表征区域内数据集聚程度，从而产生一个连续的密度表面，核密度值越高，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

请地的分布密度越大[21]。本研究借助 Arc⁃GIS平台，对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采用核函数密度分析法进行密度分析实

现对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形态的分析。 

③空间数据探查。本研究采用的工作底图的图层信息与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空间信息均为矢量数据，运用矢量数据

缓冲区分析等方法分析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格局，包括全国范围分布状况、省域范围分布格局、不同批次的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分布状况等。 

3 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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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布及聚集区 

3.1.1 核密度分析 

以我国 GIAHS 和 NIAHS 申请地作为点状数据，利用 ArcGIS 中的“平均最近邻”方法分别计算 GIAHS 和 NIAHS 最近邻指数。

通过“核密度估计”分析，形成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区域核密度分布图 2。 

①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区域分布层面呈相对均匀分布状态，仅形成了 1 个密集区和 1 个带状区域。其中密集区分布在

杭州湾附近的杭州市、绍兴市，为浙东丘陵山地和浙北平原的交错带。1个带状区域，即以中低山及丘陵形成的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密集地，以福建尤溪联合梯田和福州茉莉花种植与茶文化系统为主要代表。云南、江西两省均有 2个 GIAHS项目，但从地理上

来看尚未形成密集带。 

②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地势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所处第一阶梯的青海、西藏没有项目入选。而在第二阶梯和第三阶

梯所在区域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其中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的区域（如浙江、江苏、江西）数量较为集中而形成极核区；四川

盆地、云南高原山地平均分布且数量较多而形成高度密集区。相对于黄土高原地区的陕西、甘肃，山西省 NIAHS 项目明显偏少；

另外黑龙江、吉林、湖北、河南、广东四省NIAHS项目也普遍偏少。这说明部分省份对农业文化遗产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即这些

区域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潜力较大。 

3.1.2 行政省域空间分布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建设运动正式启动，旅游将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

出要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发展乡村旅游和红色旅游。农业文化遗产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

其数量多寡和等级高低很大程度上将成为旅游消费者的重要决策依据。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已经成为旅游目的地核心吸引力的一

个衡量指标。可以说，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数量的集聚既体现其在城市空间中的空间分布意义又体现集聚经济意义[22]。本文运

用 ArcGIS软件，对我国34个省级行政区（港澳台数量未统计）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 和 NIAHS）进行数据分析，分别进

行可视化处理，得到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省域空间分布状况图（图 3）。我国省级行政区呈现出空间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

根据我国 GIAHS 和 NIAHS 分布现状，全球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项及以上的，确定为 GIAHS项目富集区，仅含 1项的为 GIAHS 项

目一般区，其他则为匮乏区；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5 项及以上的，确定为 NIAHS 项目富集区，3～5 项之间的为 NIAHS 项目

一般区，低于 3项的则为匮乏区。GIAHS 项目分布上，浙江、福建、云南、湖南、江西等省级行政区属于全球级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富集区；江苏、河北、山东、甘肃、贵州、内蒙古、陕西、广西等省份为全球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般区；而四川、安徽、辽

宁、新疆、广东、河南、吉林、宁夏、重庆、北京、海南、黑龙江、湖北、天津、山西、上海、青海、西藏等省份为全球级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匮乏区。NIAHS 项目分布上，浙江、四川、湖南、云南、江苏、江西、河北和山东等省份属于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富集区；安徽、福建、甘肃、广西、贵州、辽宁、内蒙古、陕西、新疆、广东、河南、吉林、宁夏和重庆等省份为国家级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一般区；而北京、海南、黑龙江、湖北、天津、山西、上海、青海、西藏等省份为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匮乏

区。此外，我国 GIAHS 和 NIAHS 在部分省际交界处呈现出线性分布状态，京津冀省际交界带、苏浙沪省际交界带、浙皖赣省际交

界带和武陵山片区的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十分密集，晋南豫北省际交界处以及川渝地区农业文化遗产数量较为密集。 

3.2 GIAHS 和 NIAHS 项目多批次分布特征 

我国农业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作为世界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我国国土面积的广阔性和民族生计

的多样性造就了多元文化与生态环境共存，在世界上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农业文化遗产。目前，我国拥有世界最多的GIAHS项目，

在 8个批次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中斩获 15项；同时我国也是全球第一个开展 NIAHS 项目的国家，累计开展的 5个批次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认定NIAHS项目 118个。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我国 8批次NIAHS、5批次 GIAHS项目在空间分布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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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相同。 

 

图 2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IAHS）的核密度分布 

 

图 3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省域空间分布 

①我国 GIAHS 项目分布主要存在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中下游的平原地区和处于山地和丘陵的少数民族地区数量占据明显

优势，如浙江 3项、福建 2项、云南 2项和江西 2项。2010—2012 年以民族地区农业文化遗产为主，如云南红河哈尼稻作系统、

普洱茶园和茶文化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和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等；2013—2017 年则以沿海发达城市的农业文化

遗产为主；如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福建福州茉莉花和茶文化系统、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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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等。 

②我国第一、二批 NIAHS 项目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沿海发达城市，以 2005—2012 年已入选 GIAHS 项目和 2013 年后

GIAHS 备选项目为主。 

③我国第三、四、五批 NIAHS 项目主要分布在以黄河水系、长江水系、珠江水系、松花江水系沿线平原或盆地为主，如长江

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等地。此外，武陵山脉沿线区域入选相对较多；所处第三阶梯沿海地区入选集聚度明显。 

3.3 农业文化遗产分布特征成因分析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中心区之一。我国农业起源多元化，除了以种植稻谷为代表的稻作农业和以种植粟和黍两种

小米为代表的北方旱作农业外，还存在以种植块茎类农作物为特点的华南地区原始农业[23]。农业文化遗产正是各族劳动人民在

多元化的农业发展中、在各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区域内适应环境和改造环境的结果，凝聚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智慧

结晶。 

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核密度分布、省际分布和时序空间分布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明显差异性，都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

文环境有关系。从区域分布来看，传统稻作农业和旱作农业占据主体地位，从北方到南方各个省市对这类农业文化遗产挖掘较为

充分，形成了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江苏兴

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和中国南方稻作梯田系统的 GIAHS 项目群以及以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新疆吐鲁番坎儿井农业系统、

河北涉县旱作梯田系统、湖南新晃侗藏红米种植系统、云南广南八宝稻作生态系统、云南剑川稻麦复种系统等 30 余个为代表

NIAHS 项目群。我国历史上战乱频繁，尤其是衣冠南渡后北方中原地区居民迫于生计大量迁徙南方，人口的流动加速了南方农业

发展，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南方农耕文化的发展。中国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含江西崇义、福建尤溪、湖南新化、广西龙胜等梯

田）便是最好的实证。此外，复杂的地貌环境、气候变化、动植物生长等因素也决定了区域农业文化遗产的丰度。农业文化遗产

就高度聚集在水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和文化多元的民族地区，在江浙沿海一带形成了极核区，在云贵高原、四川盆地等地区形成

了高度密集区。 

 

图 4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IAHS）资源时序空间格局 

文化与经济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一方面，伴随农业经济发展形成的核心地域，那些农耕文化底蕴较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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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文化遗产意识相对要强，农业文化遗产的分布集聚性明显。如浙江在GIAHS 和 NIAHS项目上都占据全国第一，江苏、山

东、福建等省份也相对较多。另一方面，随着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形成的核心地域，那些农耕文化底蕴较强，经济发展程度较好

的区域，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也较为突出，农业文化遗产的分布集聚性也比较明显。如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和新疆的国家级

农业文化遗产数量都在 4项以上。广东、河南、吉林、宁夏、重庆、北京、海南、黑龙江、湖北、天津、山西、上海、青海、西

藏等省级行政区为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匮乏区。究其原因，北京、天津、宁夏、海南、重庆、上海陆地面积较小，而青海、

西藏地处第一阶梯，受限于自然环境，没有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入选；山西、黑龙江、吉林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受传统经

济思维禁锢，产业转型升级中疏于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所以列入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目较少。广东、河南、湖北

三省在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上投入不足，保护意识有所欠缺或认识不足，也导致列入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目较少。 

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时序格局分布，从侧面反映了农耕文明的演进历程与经济社会发展是同步的。农耕发展一般受限

于水源，南稻北粟构成了我国农耕文明的基本格局。于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就成为我国农耕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其流经省份

GIAHS 项目和 NIAHS 项目数量众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完成南移。GIAHS 项目大部分都集聚在南方

地区如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和云南。NIAHS 项目总量排前六的省份也均为南方地区，如浙江 12项，四川 8 项，湖南 7项，

云南 7项、江苏 6项和江西 6项。 

4 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分布与旅游发展的相关性 

前文分析了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 和 NIAHS）的行政省域分布及时序空间分布特征等方面，详细梳理了我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资源禀赋情况，可以发现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富集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迅猛。为了揭示其中的关联性，本文以2019年我

国省级行政区的旅游相关数据为基础，结合 GIAHS 和 NIAHS 的省域空间分布，对纳入统计范畴的 28 个省级行政区 2019 年旅游

总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游客人数和 A级景区等数据与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行 SPSS

回归分析，得出：Sig.=0<0.05。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与相关旅游因素之间系数检验显著，说明自变量（GIAHS、NIAHS 数

量）能够科学预测其他因变量（旅游收入、人数等）的变异。我国 GIAHS 数量与国内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等回归分析中，R2

分别为 0.987 和 0.99;NIAHS 项目分析上，R2分别为 0.948 和 0.946。这些数据表明回归方程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高，双方拟合

度高。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布（GIAHS 和 NIAHS）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

和 NIAHS）与国际旅游收入、入境旅游人次等回归分析中，显示 R2均在 0.87 以上，表明回归方程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较高。进

一步说明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对于入境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是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宝贵遗产资源。因此，在开拓入境旅

游市场时要加大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国际宣传力度，充分展示农业遗产文化独特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资源优势，进一步吸

引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游客，真正提升我国入境旅游品质，从而推动我国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 

可以发现，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宝贵财富。农业文化遗产富集的区域在旅游开发中具有独特的战略优势，有效

开发或综合利用后可以成为星级乡村旅游区（点）、重点乡村旅游村（镇）、旅游休闲度假区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等，对

于丰富国内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具有战略意义。依托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开拓旅游市场已成为新时代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ArcGIS空间密度分析、空间数据探测等方法对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时序格局分布等特征进行研究，

并尝试探讨省级行政区 GIAHS 和 NIAHS 数量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 

①我国 NIAHS 项目空间分布差异化特征明显。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类型多样且挖掘较为充分；晋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的后备资源优势明显；山西、黑龙江、吉林、广东、河南、湖北等省份在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上投入不足，保护意识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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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认识不足，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需进一步保护和挖掘。 

②我国 GIAHS项目呈现出南多北少的空间格局。而我国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NIAHS）在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所在省域

层面呈集聚型分布特征，形成以极核区、高度密集区和带状区域的主要分布现状。 

③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GIAHS 和 NIAHS）在时序分布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无论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还是中国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5 年以前的批次主要以南方省份为主，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云南和四川等 6 个省份。

2016 年之后批次的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其分布地域变化明显。 

④纳入统计分析的 28个省级行政区GIAHS 和 NIAHS 项目分布与旅游产业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农业文化遗产富集区如

浙江、四川等，其旅游业发展速度较快，发展质量更高；农业文化遗产匮乏区如山西、吉林等，其旅游业发展总体水平有待提升。 

5.2 政策启示 

由于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启动时间不长，目前 GIAHS 和 NIAHS 项目总样本相对较少，代表性有所欠缺，部分省份可

能还存在人为干扰等因素，分析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偶然性。但从整体上看，此次分析结论还是具有一定学术意义和政策咨询价

值。 

①建议编制农业文化遗产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科学划定功能分区，实施差异化保护管理。保护意识偏弱的农业文化遗产地

如山西、黑龙江、吉林等省份，建议由县级以上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强化农业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农业文

化遗产地如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建议进一步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积极探索农耕文化研学、农业遗产旅游等多元化活化

利用模式，提升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社会关注度。 

②建议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资金保障机制。各级政府应加大投入力度，科学统筹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经济属

性和公益属性。中央财政资金应逐步向农业文化遗产较为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如四川、湖南、云南和江西等省份倾斜。鼓励有条件

的省份如浙江、江苏等省份开展农业文化遗产多元化投融资试点。 

③建议公益属性较强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依托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运营进行科学开发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系统工

程，其重要意义在于传统技术智慧的发掘、区域生态功能的恢复和民族文化的保护，这一点与国家文化公园设定目标不谋而合。

“十四五”规划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四大国家文化公园，涉及省份与农业文化遗产地重合度高。积极统筹好农业文

化遗产地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运营，可以有效提升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发展韧性。 

④建议开展省际跨区域合作，探索线性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区试点。目前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很大一部分在省域边界

上呈现线状分布，较为突出的有京津冀省际交界区、苏浙沪省际交界区、浙皖赣省际交界区和武陵山区等。政府部门通过开展线

性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区建设试点，适度开发特色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线路，实现跨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地无缝连接，必将有效

带动跨省交界区域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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